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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部的满汉之争而且被放在民族主义话语之中来使用了。
1
 

 

 

【论  文】 

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路经探析2 

  

祖力亚提·司马义3 

 

摘  要：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主要路径之一是教育，本文主要揭示中华文化

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背景，讨论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过程和教育内容，探析中华文

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脉络，对新形势下新疆各族群众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

认同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朝时期；中华文化；汉语教育；新疆；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 5000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

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

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4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不断吸收与融

汇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综合体。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观点，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的。从地理空间的型塑来看，

由于地理环境差异和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华文化内部也呈现出南北、东西差异。新疆地

区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既推动

了新疆各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新疆各族文化从开始就打上了中

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印记。这也是中华文化不断丰富与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中华文化的这种包容

性为中国始终能够保持统一的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也是新疆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文化根据。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中国的西北边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汉代开始，西

                                                                                                                                                                       
夏之辨。三世之义话语下的夷夏之辨和种族主义话语下的夷夏之辨可以殊途同归，都认为不必要区分夷和夏。

在这样的话语之下，再用夷夏之辨来讨论中外关系其实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这些内容具体可以参见当时报刊

中的有关论述。 
1 戊戌变法的失败打破了清朝用两百多年时间苦心经营逐渐建立起来的貌似“满汉一家”的平衡状态，守旧派和

维新派之间的斗争部分地被转化成满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斗争，满汉之间的夷夏之辨开始再次出现。用西方学

者定义的“民族”概念来重新解释中国的族类历史和夷夏之辨，是在晚清后十年的时论报刊中常常出现的话题。

在这些争论中大致仍然不出以文化为分野的夷夏之辨和以族裔地理为分野的夷夏之辨两种思路。康有为等主张

合满的人士主强调的是以文化上的礼义来判定夷夏之别，只要夷狄实行华夏礼义就可以成为华夏，夷夏之间的

开放性导致了华夏就是很多不同的人种融合而成，这就难以区分出谁是华夏谁是夷狄，从而满人和汉人一样也

是华夏子孙。章太炎等主张排满的人士主要是以居住在九州范围之内、血统（或者谱牒）来判定夷夏之别，这

时的九州范围基本就是中国的十八行省，夷和夏之间的界限是封闭的，所以从人种上来讲夷狄不可能变为华夏，

满人永远都是野蛮的夷狄。这其中的争论也较为复杂，则需另文详述。 
2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 1 期，第 221-230 页。 
3 作者为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4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 201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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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意味着中央政权对新疆的实际管辖，而且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

流交融，使新疆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在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进入了新

的阶段，旗学、儒学、义学及新式学堂等学校教育的发展，满语、维吾尔语和汉语教学的开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新疆各族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构成了具有新疆地域特点的中华文化。中

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以清朝统

治者治理新疆的政治举措及其发展演变为背景，从教育的角度讨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

承，探析中华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

用。 

一、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背景 

   （一）清朝统治者对新疆的治理 

    清朝完全统一新疆是在 18 世纪中叶。乾隆曾两次用兵西北，彻底平定了准噶尔蒙古达瓦齐

和阿睦尔撒纳割据势力，这是康熙、雍正两朝对准噶尔蒙古分裂势力斗争的继续。平定准噶尔之

后，清政府又粉碎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完全统一了新疆
[1]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清政府加强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增强了凝聚力。 

清朝治理下的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距全国政治中心北京遥远；

境内又多民族、多宗教并存；加上与境外多个国家或民族相邻，因此加强这一地区的治理，以此

保持新疆政局的稳定和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就成为清廷十分关注的大事
[2]
。“因俗而治”

是清廷治理新疆的主要举措，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新疆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军府制。1762 年，

清政府宣布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的将军，总管全境的军政事务，由此新疆正式开始了军政合

一的军府制度。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一地驻防军长官）、参赞大臣（掌军政）、领队大臣（管屯

田）等职
[3]
，分别管辖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区。 

在军府制下面，清朝根据各个聚居区的民族分布情况实行了多种制度：一是在南北疆维吾尔

聚居地区实行伯克（维吾尔族头领）制；二是在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及哈密、吐鲁番实行扎萨克（蒙

古族头领）制；三是在北疆各地及南疆东部汉族居住地区实行州县制
[4]
。全疆不仅在行政区划上

不统一，而且在政治管理制度上也不统一。这种制度虽然在尽快稳定新疆政局，加强中央集权方

面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已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

性和落后性
[5]
。1884 年（清光绪十年），新疆改设行省，建立府、州、县制，进一步巩固了国家

的统一，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使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直接化
[6]
。直到 20 世纪初，清政府实

行“新政”，在新疆一些军政要员的推动下，使新疆的“新政”工作进展迅速，从此开始了新疆

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7]
。清政府对新疆采取的治边政策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这些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新疆地区社会秩序、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新疆地

区经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意义 

    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得以发展与传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维护清朝皇帝统治天

下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鉴于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周边与多国相邻的区情，中华文化在

新疆的发展与传承有利于清政府统一思想，也会起到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 

1.维护清朝皇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传统的治边疆观会理所当然地集中在

如何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的关系问题。对于清朝而言，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在人口中占少数，为

了使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具有合法性，必然要建立一套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统治思想。

于是清朝统治者在开国初期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
[8]
。在前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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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统治者倡导崇孔尊孟，就是努力在文化领域树立一面旗帜，利用儒学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号召

力来以此加强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同时，清朝统治者还提倡程朱理学。理学强调

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把三纲五常当作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
[9]
。尊儒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维护满洲皇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2.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维护边疆稳定 

清朝时期边疆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国家的统一
[10]

。 清王朝

为了保卫中国西北边防的安全，维护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根据当时多民族和多宗教等各种具体

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许多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区特色的政策，其中文教政策便是清朝政府治理

新疆诸多政策中的重要内容。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发展与传承中华文化，一是努力推行

汉语教学，改变语言不通、政令无法下达的状况；二是为清政府培养治理国家的当地人才和官员，

儒家学说“为政在人”、“人存政举”观点，强调用人行政是治国的要务
[11]

。无论是推行汉语教学，

还是通过儒学教育为统治者培养知识分子和官员治理边疆，无疑都在为巩固清王朝在新疆的治

理，维护多民族、多宗教地区的社会稳定作贡献。 

总之，清政府根据新疆的具体实际情况对新疆进行治理，并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治理政策，

总体上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新疆社会的稳定，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适宜的生长

土壤。 

二、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过程 

    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在教育中的体现，主要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左宗棠

平定新疆叛乱之前，新疆的教育机构主要有旗学、儒学和伊斯兰宗教学校，满语和维吾尔语都有

发展，汉语成为族际共同语言。二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任职新疆时期，清政府在新疆各地广设义塾，

汉语和儒学教育得到了重视，印发大量儒学经典作为教材，发放到各个义塾。三是清朝新政时期，

废除科举、广设学堂，发展近代新式教育，学校教育的规模较以前有大幅度扩大，并且所学的科

目也有所增加，特别是汉语教育的学堂数量大增，儒家经术被确定为教学重点课程，中华文化在

新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 

   （一）左宗棠平定叛乱之前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概况 

    1.旗学、儒学和伊斯兰宗教教育并行发展的教育体系 

    清朝统一新疆后，前期的新疆教育体系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在八旗驻军的地方设立

八旗官学和八旗义学，属于中央官学；二是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学、州学、厅学、县学等儒

学，以及在乡镇地区设立的设学、另外还有为孤贫儿童及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义学（书院），均

属于地方官学。 

清朝的学校教育首先是从旗学开始的，旗学包括八旗官学和八旗义学，它是清朝八旗军队的

随营学校
[12]

。八旗官学是专门为教育皇室之外的八旗子弟而设的学校，而八旗义学是为了补充官

学不足，为八旗子弟贫而不能延师者设立的，既可视为八旗子弟的普及教育，又可视为八旗官学

的学前教育。清政府对八旗义学采取积极倡导、鼓励的态度，并由当地八旗衙门、将军、副都统

仿照官学制度进行管理，具有半官方性质
[13]

。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将军明瑞奏准于伊犁

满兵“八旗各设官学一处”。三十四年（1769），伊犁将军永贵奏明“建立满、汉、蒙古官学各一

所”
[14]

。同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明“两满营特设义学一所，派協领等官管理”
[15]

。锡伯营各佐领

均设官学，也准许当地民人子弟入学
[16]

。嘉庆七年（1802），将军松筠奏明“绥定城绿营各设义

学教习众兵子弟”
[17]

。这些随营学校最初是为解决随营子女的上学问题而设立的。 

在以汉族为主杂居有其他民族人口的乌鲁木齐府、州、厅、县地区兴办儒学、也有义学（书

院），形成了不同办学层次的儒学教育体系。乌鲁木齐于“三十四年（1769），初设迪化、宁边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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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学。三十八年（1773），设迪化州学、昌吉县学。四十一年（1776），设阜康县学，四十四年（1779），

设绥来县学。以两厅学取进原额，归迪化、昌吉两学。阜康、绥来两学后，如额取进，以符体制。

其廪、增名缺，俟人文加盛时，再为义设”
[18]

。巴里坤作为北路地区的要地，“自乾隆二十六年

（1761）后，驻防兵丁招徕户口，生齿滋繁，观文讲射者日众”
[19]

。需要建立文教机构，“于三

十八年（1773），照迪化、宁边两厅之例，专设学校定额，遴选如制。其廪、增名额，俟人文盛

日，再为义定”
[20]

。清代书院，又称义学，是为孤贫儿童及少数民族子弟设立的学校，也是学校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的最初设置年代为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
[21]

，时任乌鲁木齐办事

大臣温福认为应该让普通百姓的子弟也能 “讲习文理”、“稍知文墨”，于是奏请设立学校，每城

置书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每所教习 2人，教读经书兼习弓马。在此前后，全疆各地相继建立

了一些义学性的书院，如迪化“虎峰书院”、“宁边（昌吉）书院”、绥来（今玛纳斯）“碧峰书院”、

“呼图壁书院”、“奇台书院”等
[22]

，这些书院是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 

在维吾尔族居住集中的南疆地区，各级伊斯兰宗教学校承担一部分教育的任务。比较大的清

真寺一般都附设有初等宗教学校，少年儿童入初等宗教学校学习伊斯兰教方面的普通知识，一部

分学习成绩优秀者可以升入称为“麦德力斯”的高级宗教学校深造，有的学生也可以学习一些历

史、天文、哲学和医学知识，以及维吾尔文字和简单的算术原理。当然能进入这些宗教学校学习

者，往往都是具有一定宗教政治背景的上层人物子弟。用察合台文著述的《伊米德史》作者毛拉

木萨·塞拉米（Molla Musa Sayrami）就是其中之一，在他成人时，他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了库车

的萨克萨克经学院学习。他在这里主要学习《古兰经》、《圣训》，还要学习历史学、地理学、天

文学、历法、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阿拉伯文、波斯文等
[ 23 ]

。可见，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新疆，新疆

各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选择性吸收和中国化改造，既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特质和走向，

也没有改变属于中华文化一部分的客观事实。 

 2.教育的内容 

   （1）满语和维吾尔语共同发展，汉语成为族际共同语言 

清代实行“国语骑射”为本,学习汉文化为辅的教育方针,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满汉分途教

育,即汉族人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学习内容,以科举取士为主要途径；满族以学习“国语骑射”为主,

以学习汉文化为辅。旗学中的“汉官学”,也不过是习汉字、诵四书五经，基本上仍以“国语骑

射”为宗
[24]

。由此可见，八旗官学和八旗义学主要教授满语，在清朝统治新疆初期建立的官学中,

学生主要学习满语，汉语言的学习受到一定限制，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满族的语言习惯，避免被

汉化，所以汉语学习在清朝初期的随营学校中发展甚微。 

 清朝统治新疆前期，在有八旗驻军的地方以及以汉族为主体杂居其他民族人口的乌鲁木齐

府、州、厅、县地区满语言和汉语言共同发展，但是“在维吾尔族地区，不见清政府强行推广满

语的痕迹”。而“满语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象征性语言”,“清朝政府视维吾尔语为我国法定语言之

一”,“汉语自然地成为满、维语之间交际的共同语，从而使汉语在维吾尔地区获得了独特的地

位”
[25]

。 

   （2）学习儒家经典，确立共同的行为规范 

作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除了尊孔崇朱之外，还需要

做大量的推广工作，把儒家学说变为全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雍正二年编印的《圣谕广训》就是

这一努力的集中表现
[26]

。清政府在旗学中推行儒学教育，教授儒家经典，《圣谕广训》就是旗学

中的必修课本
[27]

。《圣谕广训》作为全国各阶层实行教化的标准教材，并要求在科举考试时列为

考试内容，从最初的童试开始，每次考试都必须先默写其中的一二百字，默写不出来就算不及格。

《圣谕广训》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必然受到广大士子的重视，该书中提出的各项行为规范也

广为传播
[28]

。此外如“国语十二字头，暨四十条连珠集，十条七训”，到年终的时候进行考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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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篇页难易为定，诵读之期，并余暇日，令其温习，兼记国语数句及成语对带一条，就中人之资，

不过五百日读完。即岁时伏腊，解馆暇隙，亦止二年之间，可遍诵熟习矣”。“年终考校一次，视

其肄业有成资，性明敏者，拔置汉、满、蒙古官学，授以小学四书、五经潘氏总论、六部成语，

八旗则例诸书，讲习翻译”
[29]

。通过旗学，清政府将儒学教育推广到八旗子弟中，“向学生灌输

忠君思想”，使学生“明孝悌忠义、礼义廉耻、为立身之本”
[30]

，在新疆培养了一批效忠皇帝和

清政府的八旗官员。 

清时期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向国家输送人才，而国家挑选人才的方法就是科举考试。乌

鲁木齐和巴里坤相继建立学校的同时，科举考试制度也随之建立起来。教育制度在北路地区的建

立，在上层组织中的反映就是与此制度相适应的各级学官的设置。在府、州、县学的设置上，清

朝基本沿袭明朝。学官设置为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训导。关于新疆地区学校的学额，

清政府是这样规定的：新疆各府、州、县学学额均为“岁入文生四名，武生四名，科入文生四名”
[31]

。据《钦定黄與西域图志》记载，迪化州及其所属之昌吉、阜康、绥来三县共设岁试额进文童、

武童及科试额进文童各 16 名。镇西府学及其所属之宜禾、奇台两县学共设岁试额进文童、武童

及科试额进文童各 8 名。截至 1805 年统计，共考取文举一人，武举三十六人，拔贡六人，岁贡

十四人，恩贡七人，捐贡一人，副榜一人
[32]

。虽然这样的名额与内地相比显得有些稀少，但对新

疆这样的边陲之地，它毕竟开辟了一条由新疆向中央输送人才的道路，另外这条道路对于汉语和

儒家文化与新疆各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亦是难得的途径。 

   （二）左宗棠、刘锦棠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过程 

    1. 兴办义塾，加强各族文化教育，努力推行汉语教学 

19 世纪 70 年代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发现由伊斯兰经学出发的启蒙教育，是新疆民族教育

的常态。因而，由此造成新疆地区最高管理官员与当地民族之间文教不通的状态一直到清代建省

前仍然存在。于是向光绪皇帝建言，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在教育问题上，提出了在全疆地区

兴建义塾的善后条陈，加强新疆各族文化教育，并努力推行汉语教学。 

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

间恃通事居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因此他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发展民族教育，并且

认定新疆“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
[33]

。光绪六年（1880），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

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扦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传宣，

蕴蔽特甚”,要改变这种现状，让新疆“同我华风”,以便对新疆实施更有效的管理,“非分建义

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
[34]

。鉴于以上原因，左宗棠统筹全局,在新疆全境范围内兴

建义塾，“其目的欲普及于各族子弟”
[35]

，试图从根本上扭转新疆教育长期落后不振的局面。 

左宗棠认为要在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必须兴建义塾，发展民族基础文化教育，增强边疆各

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一教育理念得到了新疆建省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共识。他在《请

饬属延师训课回族各塾片》中提到“彼教中所谓条勒、阿浑，往往捏造邪说，肆其诱胁之术，人

心易为摇惑祸乱，每由此起缠回语言、文字本与满、汉不同，遇有讼狱、征收各事件，官民隔阂

不通，阿奇木伯克、通事人等得以从中舞弊。是非被以文教，无由除彼锢习”
[36]

。刘锦棠在奏片

中提及的被以文教的意义，也在于消除由于维吾尔族与满汉文字不通，而带来的官民隔阂、民族

离散。 

    2.在全疆广设义塾，教育体系逐渐完善 

左宗棠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尤其重视设立回民义塾
1
，封建教育及科举制度第

一次在回疆地区比较广泛地开展起来,“自全疆勘定以来,各城分设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学习华

                                                        
1 义塾即义学，设学教人子弟不收学费的学校，带有蒙学与私塾性质。义学设立于清初，由城及乡，逐渐扩充。

为使“贫家子弟”能“知书明礼”，清政府注意兴办义学，并鼓励民间自办，即所谓“立义学以养蒙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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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其中尽多聪颖可造之资,授之以经,辄能背诵学写楷书,居然端好为之讲解义理,亦颇能领会足

见秉彝之良,无分中外,虽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己有可观”
[37]

。光绪十二年（1886 年）巡抚

刘锦棠奏请“升迪化州学为府学,设教授一员,管理迪化所属各县学务镇西府改厅学，仍设训导，

不与他属同，其无学额之伊犁、温宿、疏勒三府,亦设训导，以资启迪,于是大兴义塾。吐鲁番设

义塾八,乌苏设义塾二,精河设义塾三。南路则拜城、焉省、沙雅,各以次建设，岁以重资延教习，

月六七十金，笔墨供给，无不丰备。开书局于省城，颁发经书。所费不资，皆仰给于公家。模宏

大,超轶前人”
[38]

。据统计，叠次兴建义塾己三十七处
[39]

。1883年，清政府在哈密、吐鲁番、喀

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玛纳巴什、英吉萨尔、阜康、迪化、昌吉、绥来、呼

图壁共立义塾 77 个
[40]

。 

    3.教育的内容 

   （1）汉语与少数民族语文教育共同发展 

左宗棠在新疆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努力推行汉语教学,同时又提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

文并行使用。新疆举办教育的最大困难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不通。这个问题成了新疆文

化教育能否继续推行的瓶颈问题。对此,左宗棠推进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新疆收复之后,左宗棠即

要求各地善后局、清军防营,多设义塾,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以汉语，“刊发《千字文》、

《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

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稗与讲求经义。”他认为:“读书既可

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
[41]

。同时,左宗棠多次主张,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与汉语文

字同时并用。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强调，“征收所用券票，其户名数目，汉文居中，旁行

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
[42]

。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他又肯定张曜“出《圣谕十六条附

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的作法,因为它受到维吾尔族民众的喜爱,“见者宝贵”
[43]

。 

1884 年新疆正式建省后，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积极筹划教育，把创办学校、推行汉语教育

一项重要政策。他继承和发展了左宗棠的思想,在新疆遍设义塾，以《孝经》、《小学》、《论语》、

《六经》等汉文典籍，教育维吾尔族学生，并颁奖励办法
[44]

。首先是对汉语学堂的入学者进行钱、

粮补贴；二是从汉语学堂中选拔优秀学生送甘肃学政衙门注册，备作佾生；三是对能诵习一经、

熟悉汉语者，给予生监顶戴赏赐。这项政策的推行无疑提高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的积极性
[45]

。光绪十年（1884 年），哈密回部亲王沙木胡素特创设“伊州书院”，招维汉子弟入学，教以

《三字经》、《四书》、《五经》、《千家诗》等，培养通译，毕业后派往南疆任公职
[46]

。 

   （2）印发儒家经典，发展儒学教育 

发展儒学教育，需要大量的儒家经典作为学生教册。而新疆所能见到的书籍,不仅数量少,

且“写的是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
[47]

。这就严重制约了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

改变这种情况,左宗棠部署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读诵的书，刻印的书籍主要有《三

字经》、《四字韵言》、《百家姓》、《千字文》和《日用杂字》等
[48]

。左宗棠主张将学习汉语言文字

和儒家封建伦理教育相结合,突出教育为巩固边疆服务的思想。左宗棠认为，“经正民兴,边氓长

治久安之效甚于此”
[49]

。因此,他主张应先让学童学会汉语言文字，之后再深一步学习忠君爱国

的道义，即“颁发《孝经》、《论》、《孟》资其讲习”
[50]

,并引导蒙童试诵政府告示,学习法律文书。

他认为,通过学习儒家经籍和政府法律文书,学生耳濡目染,即可确立起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法

律观念,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实现长治久安。 

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以来，尽管在全疆地区广设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学童，要求学习汉语

和儒家文化，以期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消除官民的隔阂，使边疆同我华风。但是由于“新疆地

居边塞，缠回居处瑶俗异宜，底定以来，建置行省欲使殊方异族同我华风，诚非泽以诗书不能为

力，前于各城创设学选，缠回子弟入塾读书创办之初，群相疑沮，非特不知向学，且意读书入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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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之当差迨经”
[51] 

。为此，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即奏准“仿照内地书院章程，取其粗知文义

者，按月酌给膏火银两以示奖励”
[52]

，并且行之数年，风气渐开，“近日乡民竟有带领子弟恳求

入塾者”
[53]

，对入塾读书的维吾尔族学童采取奖励机制，保证了其一定的入学率。总之，左宗棠

的善后折奏准之后，义塾以次设立，改变了过去偏于东疆一隅的面貌；无论是官学、义塾均得到

官府的极大支持。刘锦棠采取积极的奖励制度，特别是对维吾尔族学童的奖励，将以维吾尔族为

主要对象的民族教育进入到了重要的日程中，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三）20 世纪初清朝新政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教育过程 

    20 世纪初，清朝政府发布上谕，在全国实行“变法”，推行“新政”。在伊犁将军长庚、新

疆巡抚联魁的推动下，新疆也举办了各种“新政”，其中开设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就是重

要一项。而众多新式学堂的建立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废科举，近代新式教育各类学堂纷纷建立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教育法令《奏定学堂章程》。它将学

校教育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并对学校教育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

校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废止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设立了学部，开始实施新的学校教育制度
[54]

。清朝新政时期，在新疆开设近代学校是教育改革的

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成绩最为显著
[55]

。改革的目的，对于清政府而言，它所要培养的依旧是忠于

封建君主的人才，企图藉以教育改革恢复传统的以君主为核心的封建统一和团结
[56]

。在新政的推

动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在新疆设置提学使，杜彤首膺其任，负责管理新疆教育事宜
[57]

。

杜彤常谓：“国之精神命脉，在多数之小学堂”，“办学于新疆，视内地艰苦倍蓰”，故办学施教宗

旨为：“一是求普，不求高；二是学务用人，厚薪不兼差；三是循次渐进，不惑于各族人民难于

见功之说”
[58]

。可见他注意到了新疆教育的特殊性
[59]

。各县设立劝学所,作为提学使的下属机构,

具体负责各地兴学事宜。 

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疆各地的劝学所已达 33处,总董 29 名,劝学员 101 名
[60]

。在官府的

积极倡导推动下，一时间新疆各类学堂如雨后春笋遍地勃兴
[61]

。新疆学堂“始于省城，设高等学

校，后改为中学。府厅州县设两等小学。地方官纷纷请派教习，乃于中学附设简易师范班，一年

毕业，厚其薪水，月三十金，派往四道，充任教习”
[63]

。在新政期间，省府先后设置省立：法政

学堂、实业教习所、中学堂、初等师范学堂及附设两等小学堂、巡警学堂、中俄学堂、将弁学堂、

陆军小学堂、公立客籍初等小学堂；伊犁将军设两等小学堂；古城（奇台）驻防满营设第一、第

二初等小学堂和半日学堂；迪化府设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艺徒学堂等，各县分设中小学堂
[63]

。

评估清末新疆教育改革成果的最好证据是学堂的数目和学生人数。初等教育发展最普遍。截止宣

统二年（1910 年），全省建立各类初等学堂 607 所，其中两等小学 8 所、初等小学 93 所、艺徒

学堂 16 所、工业学堂 3 所、实业学堂 4 所，半日学堂 13 所，农业学堂 10 所，简易识字学塾 228

所，汉语学堂 205 所，官话学堂 27 所。以上学堂共有学生 15458 人，教习 714 人，年支出经费

247894 银两，资产 292828 银两[64]。就新疆四道的学堂而言，新疆四道的学堂均有所发展，但是

每个道的发展程度不同。新疆四道所属学堂概况为：镇迪道，各类学堂 167 所，学生有 2224 人；

伊塔道，各类学堂 35 所，学生有 612 人；阿克苏道，各类学堂 158 所，学生有 5148 人；喀什噶

尔道，各类学堂 262 所，学生有 7979 人。新疆四道共有各类学堂 622 所，学生 15963 人，经费

66.47 万两[65]。 

由上可见，全疆的学堂总数和学生人数在短时间发展迅速，并且分布面广，除了伊塔道的学

堂较少之外，其他三道的学堂总数均在 150所以上，学生人数突破千人。尤其是疏勒道发展最明

显，在伊斯兰经学院为主要民间教育场所的地区，清政府建立的学堂总数是全疆学堂总数的

42.8%，学生人数达到了全疆学生总人数的 50%，可见学堂教育的发展力度之大，覆盖面较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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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广。 

    2.汉语学堂广泛设立，汉语教育进一步发展 

清朝新政时期，新疆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汉语教育，突出表现在全疆广泛设立的官

立、公立、私立的汉语学堂。其中，南疆汉语学堂的设立之广、数量之多甚于北疆[66]。例如，莎

车府设立的学堂数最多，共有学堂 49 所，官立汉语学堂 22 所，汉语学堂占总学堂数的 45%；库

车回部学堂 6 所，私立汉语学堂 3 所，汉语学堂占总学堂数的 50%；英吉沙尔直隶厅学堂共 13

所，其中官立汉语学堂 8 所，汉语学堂占总学堂数的 62%；疏勒县学堂 23 共所，其中官立汉语

学堂 3 所，公立汉语学堂 13 所，汉语学堂占总学堂数的 7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政府

对南疆地区推广、普及汉语的重视。南疆多为维吾尔族人聚集之地,汉语不通,汉语学堂就大力推

广简易识字课本,以便普及文化教育
[67]

。 

    3.儒家经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都被列为教学重点课程 

根据《奏定学堂章程》，中等学校主要分为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和中等实业学堂三类。中

学堂所学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和化学、法

制和理财、图画、体操，一共十二门。这些课程中的第一重点是儒家经学。初等师范学堂所学的

课程包括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习字、

图画、体操，共十二门。教学内容的重点是经学和教育学
[68]

。 

1905 年，新疆巡抚吴引荪就原博大书院旧址改设高等学堂，并订《新疆高等学堂章程》。章

程规定，学堂设总办 2员，统辖全校一切事务，设提调 1 员，会办提调 1员，帮办提调 1员，掌

管教务。设伦理教习 1员，教授四书、朱子、小学及名教纲常大义；经学教习 1员，教授五经大

义；中文教习 1员，教授浅显古文；算学教习 1员，教授分数比例及加减乘；史学教习 1员，教

授中外历史；地理教习 1 员，教授中外地理；英语教习 1 员，教授文法翻译；体操教习 1员，教

授体育运动。课程科目有伦理、经学、中文、算学测绘、中外历史、兵学，中外地理、英文、俄

文、体操，英文、俄文任选一科
[69]

。教学的重点依然有经学，同时将外文和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

识列为教学内容。其中，儒家文化的伦理和经学已经被列为专门的教学课程，并设有专门的教习

来教授，教授的内容也有明确的规定。 

 

三、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发展与传承的重要意义 

 

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总的来看效果是积极的。汉语教育、儒学教育、新

式学堂教育以及少数民族教育的规模由小到大、教育对象由少变多，教育效果由弱到强。教育的

场域由新疆建省前的几十所，到清末新政时期的 600多所，其中维吾尔族聚居区的阿克苏道和喀

什噶尔道共有 400 多所，占到了总学堂数的三分之二，为这一时期新疆南疆地区发展与传承中华

文化提供了场域支持。教学对象由八旗贵族子弟到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各民族青少年通过接收教育，继承和发展

了各民族的文化，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 

回顾中国历史，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辖伊始，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

融就从未停止，既为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在新

疆的发展显示出勃勃生机。中华文化是 56 个民族的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几千年的中

国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族群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历史
[70]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西汉设置西域都护

府到清朝设省而治，由此完成了和我国其他地区融为一体的进程
[71]

。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治

稳定为发展和传承中华文化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当时无论是清朝政府建立的官学

体系，还是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学堂，中原文化与新疆各民族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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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丰富了中华文华的内涵。中华文化在新疆地区的发展与传承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向心

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

因。因而，对中华文化认同是对中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最重要、最深层的基础。反之，国家

认同一旦形成，国家就可以借助制度和规范的力量促进文化认同，并且融合形成共同的生活规范、

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因此，梳理和探讨清朝时期中华文化在新疆的发展与传承的教育情况，研

究中华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国家统一与巩固社会稳定所

发挥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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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朝时期“中国”作为国家名称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1 

 

黄兴涛2 

 

“中国”作为国名很早就存在，它既是一种中国人延续下来的国家称谓习惯，更蕴含着丰富

深厚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义。以往学界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而成为正式的现

代国名的观点，现在看来未必靠得住。据笔者考察，民国以来，并没有哪个正式颁发的宪法乃至

草案型的宪法，有过类似的“简称”规定。其实它是数千年王朝国家通称“中国”的某种历史延

续。这一点从 1911 年 11月 11日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成立谋略处后，公开声明的五项决定中“称

中国为中华民国”的说法（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9 页）可以得到集中体现。由于辛亥革命时，王朝国家因“中华民

国”的建立而根本转型，“中国”或“中华”也就从王朝通称转而变成与新建的“中华民国”可

对等互换的另一个习惯性国名。笔者以为，与其说“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不如说“中

华民国”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国家的新的形式，再次确认了“中国”这个历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国

名，从而实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延续。 

 

一、 

      

实际上，作为各朝代通称的传统国名之“中国”，不仅被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和一般臣民用为

与“大清”对等的习惯性国名，明末清初以降也得到西方列强的了解和使用。应该指出，China、

Chine 和 Cina 等成为欧美流传至今的对应汉字“中国”国名的相对固定称谓，有一个历史过程。早

在明末清初，这一过程实际上就已逐渐开始。明末时，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利玛窦中国札记》

一书整理后在欧洲出版，风行一时。书中明确告知欧洲人：这个古老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人

                                                        
1 本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8年 01月 22日 14版。 
2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